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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不同程度

COVID-19 疫情地区民众风险认知与 

焦虑的双视角检验* 

温芳芳 1  马书瀚 1  叶含雪 1  齐  玥 2  佐  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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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科学院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在因防控 COVID-19 疫情武汉“封城”后的一个半月内, 对全国 34 个省(区市)4833 名民众的风险认知与焦

虑进行了当事人视角和旁观者视角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1)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的风险认

知和焦虑存在类似“涟漪效应”的趋势, 疫情严重地区大于其他地区; (2)基于旁观者视角, 民众对武汉居民的焦虑和

对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的评估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 (3)基于旁观者视角, 在风险认知上, 低风险地区

民众对武汉居民的评估显著低于高、中高及中风险地区的评估, 部分支持“涟漪效应”; 研究还发现了“边缘带效应”

和“心理可控阈限”的存在。本研究一方面为“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的“当事人与旁观者”视角知觉差异提供了更为

丰富的直接证据, 另一方面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心理依据。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风险认知; 焦虑; 心理台风眼效应; 涟漪效应; 边缘带效应 

分类号  B849:C91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 

至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当日 24 时, 全国累

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病例 830 例; 

一周后, 至 1 月 31 日 24 时, 全国累计确诊病例 11791

例; 两周后, 至 2 月 8 日 24 时, 全国累计确诊 33738

例; 第四周, 至 2 月 22 日 24 时, 全国累计确诊

51606 例。目前仍还处于疫情期间, 截至 2020 年 3

月 10 日 24 时, 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80778

例。每日上升的累计确诊病例数据牵动着每个中国

人的心,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民众的心理状态

产生了巨大影响。本研究对武汉“封城”后一个半月

内全国民众的心理状况进行了网络调研, 目的在于

探讨不同程度 COVID-19 疫情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

(risk perception)和焦虑反应的差异及规律, 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提供相关的依据和参考。 

1  问题提出 

1.1  风险认知的涟漪效应 

风险认知指公众倾向于依赖个人主观直觉判

断来对情境中各种危险事物的风险进行认知评估

(Slovic, 1987; 谢晓非, 1995), 在人类的自我保护

和社会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ho & Lee, 2006)。

在决策领域, 风险认知包括决策者对情境中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不确定性、结果可控性等概率评估及

对相应评估的信心度(Erdem & Swait, 2004; Forsythe 

& Shi, 2003; Sitkin & Pablo, 1992; 谢晓非, 徐联仓, 

2000)。在社会科学领域, 风险认知被界定为人们对

危险和收益的信念、态度、判断和情绪以及更广泛

意义上的文化和社会倾向(Pidgeon et al., 1992; 伍

麟, 张璇, 2012)。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1088 心    理    学    报 第 52 卷 

 

近年来, 给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经济财产带来极

大威胁的地震、SARS、核泄漏等突发性重大灾难

中相关民众的风险认知问题受到心理学研究者的

关注(Otway & Winterfeldt, 1982; Slovic, 2000; 梁

哲 等, 2008; 李纾 等, 2009; 时勘 等, 2003; 谢佳

秋, 谢晓非, 甘怡群, 2011; 谢晓非, 林靖, 2012)。

一些研究表明,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身处不同地

区民众的心理状态可能呈现出“涟漪效应” (Ripple 

Effect) (Kasperson et al., 1988; Slovic, 1987; 谢晓

非, 林靖, 2012), 即越靠近危机事件中心区域, 人

们对事件的风险认知和负性情绪越高。“涟漪”是风

险社会放大框架下描绘风险事件影响的一种形象

比喻(Kasperson et al., 1988), 如一块石头投入平静

的湖水中, 被砸中的那一点波动最大, 外围水域的

波动程度随着与中心点距离的增加而降低; 投入水

中的石头质量越大, 形成的水波就越深, 波及范围

也越广(谢晓非, 徐联仓, 1996)。Slovic (1987)对作

为风险事件信号的涟漪中心的石头进行了阐释, 认

为风险事件本身的危害程度、方式和性质以及公众

获取、知觉和解释信息的方式都会影响涟漪的深度

与广度(谢晓非, 谢冬梅, 郑蕊, 张利沙, 2003)。 

不同学科领域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表明, 距离

灾害地点越近的公众, 对事件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

(Burns & Slovic, 2012), 也为“涟漪效应”提供了证

据。例如, 在地震灾难中, 研究者对 5·12 汶川地震

发生后 1~2 个月重灾区和非重灾区民众风险感知对

比的研究结果显示, 处于地震带上的重灾区民众在

风险认知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和应对行为上都显著

高于非重灾区民众(李华强 等, 2008)。同样, 研究

者选择互联网搜索引擎为数据源, 以汶川地震、玉

树地震和雅安地震为案例对象对地震发生后公众

风险感知的演化特点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突发性

灾害事件发生后, 受灾害事件直接影响地区民众的

风险认知迅速达到高位, 之后逐渐向非受灾地区扩

散(王炼, 贾建民, 2014)。 

1.2  心理台风眼效应 

除“涟漪效应”外 , 心理学家还借用气象学的

“台风眼”现象来对灾难所引起的心理反应进行形

象描述 , 提出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台风外围空气旋转剧烈, 而处

于中心的风力流动反而相对微弱。与之类似, 与灾

难事件的时间距离越近, 民众的焦虑情绪水平反而

更低; 与灾难事件地点距离越近, 民众心理也越平

静(Lindell & Earle, 1983; Maderthaner, Guttmann, 

Swaton, & Otway, 1978; 梁哲 等, 2008; 李纾 等, 

2009; 谢晓非, 林靖, 2012)。 

当前研究者主要通过 4 种理论观点来解释灾难

时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第一是认知失调理论的观

点, 因为处于重灾区的居民与“居住地是不安全”的

风险认知之间存在冲突, 通过降低风险认知来平衡

难以改变的处于重灾区的客观事实; 第二是简单暴

露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相对非灾区或轻灾

区居民而言, 重灾区居民因长期暴露在高风险环境

中而对该环境逐渐适应和习惯化, 从而影响到对自

身风险水平的判断; 第三是个体经验说, 重灾区居

民和轻度及非灾区居民具有不同的知识经验, 轻度

及非灾区居民主要通过媒体来获取灾难相关信息, 

而重灾区居民则是直接对灾难事件进行经验和体

验, 这种直接经验会导致相对更加客观的风险认知, 

正如谢晓非、郑蕊、谢冬梅和王惠(2005)所发现的

“风险源中心缓冲效应”, 这种客观感受能矫正信息

模糊造成的心理恐慌; 第四是“涟漪效应”的社会放

大框架理论, 风险事件经过媒体或其他非正式途径

传播后会产生“放大”效应, 处于重灾区的民众因自

身直接经验能够对这些“放大”信息加以自动矫正

(谢晓非, 林靖, 2012; 许明星 等, 2020)。 

目前, “心理台风眼效应”分别得到了不同领域

研究的支持。首先, 在邻避型设施和事件领域, 诸

如核电站、化工厂、垃圾焚烧厂等因具有潜在危险

性而被称为邻避设施(李文姣, 2016), 研究者发现, 

相比远距离地区, 距离核电站、核反应堆和核设施

等不同邻避设施越近地区的居民忧虑越低、风险认

知越低, 安全评价越高(Guedeney & Mendel, 1973; 

Maderthaner et al., 1978; Melber, Nealey, Hammersla, 

& Rankin, 1977)。Lima (2004)的一项对距离垃圾焚

化场远 /近的民众心理健康水平的纵向研究发现 , 

垃圾焚化场投入使用初期, 最临近地区居民的风险

认知最高; 但随着时间推移, 距离垃圾焚化场越近

地区居民的风险认知反而最低。其次, 在地震突发

灾难的研究领域, 李纾等人(2009)在汶川地震后 1

个月左右时间段让被试估计不同灾情程度居民对

恢复灾前生活水平所需时间和每户受灾家庭所需

资金数量, 结果发现非灾区居民比灾区居民所估计

的“所需时间”更长、“所需资金”更多; 即非灾区居

民对灾情严重程度的担忧高于灾区居民, 表明汶川

大地震产生了“心理台风眼效应”。最后, 对“非典”

疫情的研究也发现, 相比非疫区居民, 疫区居民的

焦虑水平更低(谢晓非 等, 2003, 2005); 除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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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外 , 时勘等人 (2003)的研究也发现 , 相比“非

典”低峰时段, 高峰时段民众的风险认知和心理紧

张度更低。 

1.3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当事人与旁观者视角

差异 

进一步对以往不同类型突发事件的“心理台风

眼效应”相关研究按照时间进行归类梳理(表 1), 聚

焦到风险认知和焦虑这两个主要心理变量可以发

现：从风险认知方面来看, Maderthaner 等人(1978)

研究表明在距离核电站 1.4 km 居民的风险认知显

著高于 0.5 km 和 10 km 处的居民, 部分支持了“心

理台风眼效应”; 而时勘等人(2003)对 SARS 的研究

和 Zheng 等人(2015)对邻避设施的研究结果, 均检

验了风险认知“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存在; 从民众的

焦虑水平来看, 一些核电站、SARS 的关联研究表

明民众焦虑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 (Guedeney & 

Mandel, 1973; Xie, Stone, Zheng, & Zhang, 2011; 谢

晓非 等, 2005), 然而, 也有研究结果不支持或发现

了与“心理台风眼效应”相反的现象(Okeke & Armour, 

2000; 谢佳秋 等, 2011)。对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

进行分析, 发现主要原因之一是存在当事人和旁观

者评价视角的差异。 

以往“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中的评价视角, 主

要分为当事人视角——被试对处于风险事件中自

我心理与行为状况的评估(e.g., Okeke & Armour, 

2000)和旁观者视角——被试对处于风险事件中心

区域民众的心理与行为的推断评估 (如李纾  等 , 

2009; 时勘 等, 2003; 许明星 等, 2020)两类。当采

取旁观者视角评估疫情严重地区的民众感受时, 大

部分研究结果支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时勘 等, 

2003; 李纾 等, 2009; Li et al., 2009, 2010; 许明星 

等, 2020)。而当采取自我感受视角时, 以往研究结果

并不统一, 有的验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Guedeney 

& Mandel, 1973; Xie et al., 2011; Zheng et al., 2015; 

谢晓非 等, 2005), 有的则与“心理台风眼效应”不

一致(Maderthaner et al., 1978; Okeke & Armour, 

2000)。以往研究大多在不同类型的灾难风险事件

中分别进行了当事人或旁观者视角的单一检验, 而

同一突发疫情事件中基于当事人与旁观者的不同

视角是会表现出“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效应” 
 

表 1  “心理台风眼效应”相关研究结果 

作者/年份 突发事件性质 具体测量时间 测量指标 评价视角 心理台风眼

Guedeney & Mandel 
(1973) 

邻避设施关联 潜在风险中 忧虑水平 当事人 √ 

Maderthaner 等(1978) 邻避设施关联 潜在风险中 风险认知 当事人 部分√ 

Okeke & Armour (2000) 邻避设施关联 潜在风险中 忧虑水平 当事人 × 

时勘等(2003) SARS 关联 灾难中、后 疫情风险认知, 心理紧张度, 疫情发展预期, 

应对行为, 心理健康, 经济发展预期 

旁观者 √ 

谢晓非等(2005) SARS 关联 灾难后 焦虑水平, 生活受干扰程度 当事人 √ 

李纾等(2009) 地震关联 灾难后 所需恢复时间, 所需资金 旁观者 √ 

Li et al. (2009) 地震关联 灾难后 灾后疫情发生概率 , 灾区急救措施需要量 , 

每一千名灾区居民所需的 (心理 )医生数量 , 

灾区居民所需药物量 

当事人(或想像

自己是当事人) 

√ 

Li et al. (2010) 地震关联 灾难后 同 Li et al. (2009) 当事人(或想像

自己是当事人) 

√ 

购买保险的意愿, 撤离原居住地的意愿 当事人(或想像

自己是当事人) 

√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 当事人(或想像

自己是当事人) 

√ 

谢佳秋等(2011) 地震关联 灾难后 

焦虑水平(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中文版) 当事人(或想像

自己是当事人) 

× 

Xie 等(2011) SARS 关联 灾难后 焦虑水平(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中文版) 当事人 √ 

Zheng 等(2015) 邻避设施相关 潜在风险中 风险认知, 感知到的好处与伤害 当事人 √ 

许明星等(2020) COVID-19 
疫情关联 

灾难中 2 个主观害怕心理指标(估计武汉人购买口罩

愿意出的最高价钱; 估计武汉地区大中小学

2020 年开学推迟天数) 

旁观者 √ 

注：“√”、“×”分别表示“心理台风眼效应”存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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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目前尚未有研究进行探讨, 本研究将重点对此

进行同时考察。 

一方面,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从自我保护适应

的角度, 不同灾难程度地区民众的健康威胁卷入程

度不同。与轻度受灾区和非灾区的居民相比, 身为

当事人的重灾区居民具有更真实的直接经历感受

和更严重的潜在生命威胁, 这种高威胁感受会使当

事人对疫情相关信息更关注, 在信息可得性和加工

深度上更为强烈(Jones & Nisbett, 1972; 谢佳秋 等, 

2011), 因此,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相比非灾区民众, 

灾区民众在高威胁卷入程度时具有更高的风险认

知, 可能表现出“涟漪效应”。另一方面, 基于旁观

者视角时, 根据信息经验可得性的角度, 民众具有

不同的知识经验和体验, 以往研究表明对于灾区居

民来说, 关于地震的直接经验有助于矫正模糊信息

导致的过度担忧和恐慌心理(Wiegman, Guttelingdy, 

& Boer, 1991), 使得这部分处于“台风眼”的民众反

而有较低水平的风险认知, 进而可能表现出心理台

风眼效应。 

以往研究表明, 当事人和旁观者视角差异会对

心 理 台 风 眼 效 应 产 生 重 要 的 影 响 ( 谢 佳 秋  等 , 

2011)。新近, 许明星等人(2020)指出“心理台风眼效

应”侧重对灾区居民视角的评估, 即远离风险源中

心的人在评估或预测风险源中心民众的安全担忧

时所出现的偏差; 若侧重民众自身视角, 即民众对

“一般的、身边的疫情”的评估与预测则很可能出现

“涟漪效应”。因此, 本研究在此假设, 基于当事人

视角时, 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更

倾向于“涟漪效应”; 而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民众的

风险认知则表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 

1.4  COVID-19 疫情特点和民众离重灾区距离

对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影响 

此次新型肺炎具有与地震等灾难性危机事件

共同的特点如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社会影

响广泛性和持续性 (薛澜 , 钟开斌 , 2005; 谢佳秋 

等, 2011), 但与“地震”、“核电站事故”、“垃圾焚化

场”的社会后果不同 , 新型肺炎表现出“明显人传

人”和“潜伏期长”的流行特点, 具有更高的未知性

和不可控性, 给民众的生命健康构成了现实的重大

威胁。COVID-19 疫情虽然和 SARS 都是传染性疾

病, 但因为前期诊断困难、信息不充分和应对不够

及时, 加上中国春节假期人口大流动的背景, 导致

此次 COVID-19 疫情在初期被感染的人数量大, 传

播快, 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比 SARS 高。随着疫

情的演化, 民众被严格隔离、医护人员群体感染、

全国援助武汉和湖北、“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药

物”等信息, 使得本次新冠疫情的风险不断强化和

提升。因此, 本次疫情必然会带给人们更为强烈的

焦虑害怕等情绪反应(Zuo et al., 2020)。同时, 以往

关于突发事件风险认知的研究大多在灾难发生后

和结束后进行(Li et al., 2009, 2010; Xie et al., 2011; 

李 纾  等 , 2009; 谢 晓 非  等 , 2005; 谢 佳 秋  等 , 

2011), 而当前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 全国各

地的民众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疫情的现实威胁, 

不同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 以及数据收集期间的发

展趋势截然不同, 那么处于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地区

的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情绪会表现出怎样的规

律呢？特别是当基于当事人和旁观者两种视角时, 

会表现出“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效应”呢？本

研究将聚焦于此问题进行考察。 

此外, 以往对不同类型灾难事件的灾区相对距

离划分存在不同的形式。概括而言, 对邻避设施关

联风险诸如核电站、垃圾掩埋场等的研究主要采取

离风险源的客观空间距离进行考察 (Guedeney & 

Mendel, 1973; Maderthaner et al., 1978); 对地震关

联风险, 如汶川地震中谢佳秋等人(2011)采取离震

中 78 km, 500 km 和 1500 余公里的空间距离作为划

分标准; 李纾等(2009)采用一般受灾区、重灾区和

极重灾区以及非灾区来划分, 同时考察了当直接受

灾人不是自己, 受灾人与被试的亲属关系距离也作

为主观划分标准; 对疾病疫情关联风险诸如 SARS、

COVID-19 等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划分, 如在 SARS

中采用疫区隔离区(北京)、疫区非隔离区(北京)和

非疫区(重庆)进行区域比较(谢晓非 等, 2003); 在

许明星等(2020)对 COVID-19 的新近研究中分别采

用受测者所在地离武汉市的客观物理距离(km)的

对数值、受测者自我评定的离武汉市的主观心理距

离和受测者居住地的风险级别来界定“距离”; 在一

项针对本次疫情期间复工成年人的研究中, 考察了

受测者所在地与武汉市的客观物理距离(km)对其

心理状态的影响, 结果发现随着距离的增大, 受测

者出现崩溃 (burnout)的倾向呈现倒 U 型 (Zhang, 

Huang, & Wei, 2020)。可见, 当前关于灾区距离存

在不同的划分包括客观空间物理距离、风险相对严

重程度和主观心理距离等。那么, 分别基于当事人

和旁观者视角时, 这些不同的距离划分, 如地理空

间距离、疫情风险程度(累计确诊病例)、主观心理

距离等会存在“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效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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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进一步精细化检验。 

鉴于此, 本文拟通过两个研究, 分别基于当事

人和旁观者的视角探索武汉“封城”后 1 个半月内的

疫情期间, 我国不同疫情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

虑水平是符合“涟漪效应”还是“心理台风眼效应”。

研究 1 拟基于当事人视角即被试评价自身心理状况, 

检验处于不同程度疫情地区的民众对自己的风险

认知和焦虑的评价, 考虑到此次疫情的性质特点和

施测时间内疫情形势始终较为严峻, 对严重地区居

民存在更直接的健康威胁, 在此假设距离疫情严重

区域越近的民众其风险认知和焦虑越高, 而距离武

汉越远的地区民众对自身风险认知和焦虑水平会

越低, 预期结果符合“涟漪效应”。研究 2 拟进一步

基于旁观者视角即被试评估处于严重疫区武汉人

的心理状况, 考察不同疫情地区对民众心理的影响, 

预期结果将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的趋势, 即远离

严重疫情地区的民众认为武汉居民的风险认知和

焦虑等更高, 而距离疫情严重地区较近的居民却表

现出较低的水平。 

2  研究 1：当事人视角：不同疫情
地区民众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评估 

2.1  样本分布 

武汉市 2020 年 1 月 23 日“封城”, 研究者在“封

城”后的一个月内(1 月 24 日 16:00 至 2 月 20 日 22:00)

开展了问卷调查。疫情期间无法进行线下调查, 但

有研究表明被访者参加线上调查和传统纸质问卷

填写时的回答没有明显区别(陈永泰, 何有世, 2008), 

具有测量不变性(于洪彦, 黄晓治, 2011), 因此本次

调查所有数据采用问卷星平台以网络形式收集。使

用被试填写问卷的时间作为筛选标准, 剔除填写时

间低于 1 分钟的被试数据, 最后共获得全国有效样

本数据 2681 份。 

由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最早在武汉发现并暴

发, 武汉是我国疫情重灾区, 参加调查民众所在地

理空间距离与武汉之间的距离将会对当地的疫情

严重程度和民众的相关心理状态产生影响。按照与

武汉的地理空间距离, 把数据样本划分为 4 组：武

汉地区、湖北其他地区、湖北接壤省市(安徽、重庆、

陕西、江西、湖南、河南)以及全国其他省市(表 2)。 

本次疫情正好在中国春运期间发生, 随着全国

大范围的人口流动, 存在部分地区远离武汉但是疫

情较为严重的情况(例如广东深圳和陕西)。参考许

明星等人(2020)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心理台风眼”的

研究, 依据本地当日累计确诊病例的人数, 区分被

试为 4 个不同风险等级地区(表 2)。具体分类标准

为：高风险地区(累计确诊病例 10000 以上)、中高

风险地区(累计确诊病例数 700~9999)、中风险地区

(累计确诊病例数 200~699), 以及低风险地区(累计

确诊病例数 0~199)。 

2.2  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是被试所处地区的疫情严重

程度, 因变量是被试的风险认知和焦虑水平。通过

三种方式界定自变量即被试所处地区的疫情程度：

与重灾区武汉地区的地理空间距离、当地每日累计

确诊病例数、被试与重灾区“武汉市”的主观心理距

离。与重灾区武汉地区的地理空间距离、当地每日

累计确诊病例数的具体操作方式在样本分布部分

中已经说明。 

主观心理距离的测量使用自编项目“您认为哪

个图形最能代表我自己和武汉市之间的心理距

离？ (上面圆圈代表武汉市 , 下面圆圈代表我自

己)”, 被试填写 1~8 之间的数字(图 1)。 

风险认知采用谢晓非等人(2005)在“非典”研究

中的项目, 将事件名称由“非典”改为“肺炎/肺炎疫

情”。包括 4 个维度：(1)自己感染的可能性：“我有

极大可能被传染”; (2)此次肺炎疫情的严重性：“这

次肺炎很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一旦被传染, 会 
 

表 2  武汉“封城”后 1 月 24 日至 2 月 20 日采集样本情况(N = 2681) 

不同程度疫情分类 地区划分 数量 性别(男/女) 年龄(M ± SD) 

武汉地区 468 134/334 35.74 ± 12.28 

湖北其他地区 867 317/550 33.13 ± 11.78 

湖北接壤省市 327 110/217 28.82 ± 10.33 

不同风险程度地区 

(与重灾区地理空间距离) 

全国其他省市 1019 278/741 31.46 ± 10.89 

高风险地区 231 97/134 33.17 ± 12.14 

中高风险地区 1145 372/773 34.00 ± 11.95 

中风险地区 251 72/179 29.68 ± 10.57 

不同风险程度地区 

(每日累计确诊病例) 

低风险地区 1054 298/756 31.20 ± 10.91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1092 心    理    学    报 第 52 卷 

 

 
 

图 1  主观心理距离 

 
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我觉得这次肺炎疫

情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 0.72;  

(3)疫情的未知性：“我觉得这次的肺炎情况比以往

的肺炎更严重”、“我觉得这次的肺炎是一种新发疾

病”, α = 0.74; (4)以及疫情的不可控性：“我觉得这

次肺炎很难治”、“我觉得这次肺炎的流行与传播是

很难控制的”, α = 0.73。被试在 5 点 Likert 量表上回

答上述描述与他们当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 = 完全

不符合, 2 = 不太符合, 3 = 基本符合, 4 = 比较符

合, 5 = 完全符合)。所有项目的总分作为风险认知

这一变量的得分, α = 0.82。另外, 被试在同一维度

内 所 有 项 目 上 得 分 的 总 和 为 最 终 在 此 维 度 上 的

得分。 

焦虑水平的测量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Zung, 1971)中的 8 个项目：“我

感到心情平静”、“我感到安全”、“我是紧张的”、“我

现在正烦恼, 感到这种烦恼超过了可能的不幸”、

“我感到害怕”、“我是轻松的”、“我感到镇定”、“我

感到愉快”。被试在 4 点 Likert 量表上回答上述描

述与他们当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 = 完全没有, 2 = 

有些, 3 = 中等程度, 4 = 非常明显), α = 0.87。被试

在上述 8 个项目上的得分(其中第 1/2/6/7/8 项进行

反向计分)的总和为最终在此变量上的得分。 

2.3  结果分析 

2.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对民众的风险认知、焦虑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表 3)。 

2.3.2  不同地理空间距离的民众风险认知和焦虑

分析结果 

使用 SPSS 22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当

样本根据民众所在的地理空间距离分类时 , 结果

如下： 

风险认知：首先, 对风险认知总分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8.28, 

p < 0.001,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现, 武汉地区居民

(M = 30.20, SD = 5.32)显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区居民

(M = 29.05, SD = 5.76)、湖北接壤省市(M = 28.59, 

SD = 5.35), 以及全国其他省市(M = 28.79, SD = 

5.45), ps < 0.001; 湖北其他地区和湖北接壤省市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20, 湖北其它地区和全国

其他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31, 湖北接壤

省市和全国其他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57。 

然后对风险认知的 4 个维度分别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1)可能性：对 4 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 发现民众对于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存在显著差

异, F(3, 2677) = 23.22, p < 0.001, ηp
2 = 0.03。事后检 

 
表 3  民众风险认知、焦虑, 以及心理距离的描述性统计(M ± SD) 

不同疫情程度划分 地区 风险认知 可能性 严重性 未知性 不可控性 焦虑 

武汉地区 30.20 ± 5.32 2.29 ± 1.04 12.22 ± 2.26 8.78 ± 1.58 6.91 ± 2.04 20.37 ± 5.40

湖北其他地区 29.05 ± 5.76 1.91 ± 0.88 11.84 ± 2.63 8.64 ± 1.78 6.66 ± 2.24 19.27 ± 4.87

湖北接壤省市 28.59 ± 5.35 1.99 ± 0.78 11.61 ± 2.35 8.28 ± 1.70 6.71 ± 2.03 19.30 ± 4.94

不同风险程度地区 

(与重灾区地理空间距离) 

全国其他省市 28.79 ± 5.45 1.92 ± 0.78 11.62 ± 2.47 8.38 ± 1.74 6.86 ± 2.00 19.07 ± 5.12

高风险地区 29.73 ± 5.32 2.01 ± 0.94 11.92 ± 2.42 8.75 ± 1.56 7.04 ± 2.19 19.06 ± 5.25

中高风险地区 29.32 ± 5.67 2.03 ± 0.95 11.95 ± 2.52 8.65 ± 1.74 6.69 ± 2.15 19.72 ± 5.02

中风险地区 28.28 ± 5.53 1.90 ± 0.76 11.42 ± 2.60 8.31 ± 1.80 6.64 ± 1.98 18.29 ± 4.87

不同风险程度地区 

(每日累计确诊病例) 

低风险地区 28.91 ± 5.42 1.96 ± 0.79 11.70 ± 2.41 8.38 ± 1.72 6.87 ± 2.02 19.37 ±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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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发现, 武汉地区居民(M = 2.29, SD = 1.04)显著大

于与湖北其他地区居民(M = 1.91, SD = 0.88)、湖北

接壤省市(M = 1.99, SD = 0.78), 以及全国其他省市

(M = 1.92, SD = 0.78), ps < 0.001; 湖北其他地区和

湖北接壤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5, 湖北

其它地区和全国其他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68, 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国其他省市之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 p = 0.25。(2)严重性：对 4 组数据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6.95, 

p < 0.001,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现, 武汉地区居民

(M = 12.22, SD = 2.26)显著大于与湖北其他地区居

民(M = 11.84, SD = 2.63), p = 0.008, 湖北接壤省市

(M = 11.61, SD = 2.35), p = 0.001, 以及全国其他省

市(M = 11.62, SD = 2.47), p < 0.001; 湖北其他地区

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5, 湖

北其它地区边缘显著大于全国其他省市, p = 0.053, 

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国其他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96。(3)未知性：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存

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9.42, p < 0.001, ηp
2 = 0.01。

事后检验发现, 武汉地区居民(M = 8.78, SD = 1.58)

与湖北其他地区(M = 8.64, SD = 1.78)不存在显著

差异, p = 0.15, 均大于湖北接壤省市(M = 8.28, SD 

= 1.70)和全国其他省市(M = 8.38, SD = 1.74), ps < 

0.001; 而后面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36。

(4)不可控性：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处于不同地理空

间距离的民众在此维度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7。 

焦虑：对身在不同地区的民众在焦虑相关项目

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 

F(3, 2677) = 7.36, p < 0.001, ηp
2 = 0.01。经过事后检

验, 发现武汉地区居民(M = 20.37, SD = 5.40)显著

高于湖北其他地区(M = 19.27, SD = 4.87), p < 0.001, 

湖北接壤省市(M = 19.30, SD = 4.94), p = 0.004, 以

及全国其他省市(M = 19.07, SD = 5.12), p < 0.001; 

湖北其他地区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 p = 0.93, 湖北其它地区与全国其他省市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p = 0.39, 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国其他

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47。 

将多个因变量放在一起同时呈现, 不同因变量

的量表不同, 得到的平均值不同, 为避免给读者带

来混淆以及数值较小的变量趋势不明显, 在此将民

众在风险认知及其维度, 和焦虑上的得分进行了标

准化处理, 分布如图 2(1)所示。 

2.3.3  不同累计确诊病例地区的民众风险认知和

焦虑分析结果 

使用 SPSS 22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

果如下： 

风险认知：对于风险认知总分, 单因素方差分

析结果表明, 存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3.85, p < 

0.01, ηp
2 = 0.004。事后检验发现, 高风险地区(M = 

29.73, SD = 5.32)显著高于中风险地区(M = 28.28, 

SD = 5.53), p = 0.004, 以及低风险地区(M = 28.91, 

SD = 5.42), p = 0.041; 中高风险地区(M = 29.32, 

SD = 5.67)显著高于中风险地区, p = 0.007; 高风险

地区与中高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31, 中高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 p = 0.08, 中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 p = 0.11。 

对于风险认知的 4 个维度, 结果如下。(1)可能

性：对 4 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民众在

可能性维度上的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0。  

(2)严重性：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民众在对疫

情的严重性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4.10, 

p = 0.007,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现, 高风险地区居

民(M = 11.92, SD = 2.42)显著高于中风险地区(M = 

11.42, SD = 2.60), p = 0.027; 中高风险地区(M =  
 

 
 

图 2  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在各变量上的标准分数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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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5, SD = 2.52)显著大于中风险地区居民, p = 

0.002, 以及低风险地区(M = 11.70, SD = 2.41), p = 

0.0018; 高风险地区与中高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 p = 0.89, 高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p = 0.21, 中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1。(3)未知性：对 4 组

数 据 进行 单因 素 方差 分析 , 发 现 存 在 显 著差 异 ,  

F(3, 2677) = 7.24, p < 0.001,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

现, 高风险地区(M = 8.75, SD = 1.56)和中高风险地区

(M = 8.65, SD = 1.74)均显著高于中风险地区(M = 

8.31, SD = 1.80), p 高风险 = 0.005, p 中高风险 = 0.005, 和

低风险地区(M = 8.38, SD = 1.72), p 高风险 = 0.003,    

p 中高风险 < 0.001; 高风险地区与中高风险地区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p = 0.41, 中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61。(4)不可控性：单因

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存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3.04, p = 0.03, ηp
2 = 0.003。事后检验发现, 高风险地

区(M = 7.04, SD = 2.19)显著高于中高风险地区

(M = 6.69, SD = 2.15), p = 0.018, 和中风险地区

(M = 6.64, SD = 1.98), p = 0.033; 低风险地区(M = 

6.87, SD = 2.03)显著高于中高风险地区, p = 0.039; 

高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26, 中高风险地区与中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 p = 0.73, 中风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1。 

焦虑：对焦虑相关项目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F(3, 2677) = 5.85, p < 

0.001, ηp
2 = 0.01。经过事后检验, 中风险地区(M = 

18.29, SD = 4.87)显著低于中高风险地区(M = 19.72, 

SD = 5.02), p < 0.001, 和低风险地区(M = 19.37, 

SD = 5.14), p = 0.002; 高风险地区与中高风险地区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07, 高风险地区与中风

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0, 高风险地区

与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40, 中高风

险地区与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2。 

与前文相同, 将不同累计确诊病例地区的民众

在各个变量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 所得数值的分

布如图 2(2)所示。 

2.3.4  不同主观心理距离的民众风险认知和焦虑

分析结果 

采用民众的主观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 以风险

认知总分、可能性、严重性、未知性、不可控性, 以

及焦虑为因变量,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 4。 

表 4  不同主观心理距离对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回

归分析结果 

变量 F df p R2 调整后 R2 β 

风险认知 15.74 1 0.000 0.006 0.006 0.077***

可能性 77.86 1 0.000 0.029 0.028 0.17*** 

严重性 7.32 1 0.007 0.003 0.002 0.053**

未知性 11.76 1 0.001 0.004 0.004 0.067**

不可控性 0.67 1 0.414 0.000 0.000 0.016 

焦虑 31.49 1 0.000 0.012 0.011 0.11***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结果表明 , 当民众与武汉的主观心理距离越

近, 他们的总体风险认知水平、对感染肺炎的可能

性、疫情的严重性、未知性的认知以及焦虑水平就

越高。 

2.4  讨论 

研究 1 探索了疫情期间民众自身的风险认知和

焦虑。结果发现 , 总体而言 ,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 

不同疫情程度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在一定

程度上符合“涟漪效应”。具体而言, 按照三种不同

的样本分类方式来看：以不同地理空间距离界定疫

情严重程度时, 武汉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水平显

著高于其他地区; 基于累计确诊病例时, 高风险地

区民众的风险认知显著高于中和低风险地区, 中高

风险地区民众焦虑显著高于中风险地区; 关于民众

的主观心理距离 , 当民众与武汉的心理距离越近 , 

他们的总体风险认知水平、对感染肺炎的可能性、

疫情的严重性、未知性的认知以及焦虑水平就越

高。这一当事人视角的类似“涟漪效应”趋势与前人

研究结果大体相符(谢佳秋 等, 2011), 这可能因为

距离严重疫情地区越近的民众, 具有更高的健康威

胁身份卷入(Jones & Nisbett, 1972; 谢佳秋 等, 2011), 

因此, 其风险认知和焦虑越高。 

3  研究 2：旁观者视角：不同疫情
地区民众对“武汉居民”心理状态
的评估 

3.1  样本分布 

与研究 1 的当事人——民众“自身”心理状态评

价视角不同, 研究 2 进一步从旁观者对“武汉居民”

心理状态评价的视角进行了考察。研究者在 2020

年 2 月 21 日 10:00 到 3 月 5 日 22:00 之间在全国范

围内进一步进行了调查。因为处在疫情期间, 研究

2 同样采用问卷星网络平台进行问卷发放, 民众按

自愿原则填写问卷。与研究 1 的规则相同, 用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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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时间来筛选数据, 研究 2 问卷的项目内容比研

究 1 的要少, 因此将填写时间低于 40 秒的数据删除, 

最后共获得全国 2152 份有效数据。 

与研究 1 相同, 根据三种不同的标准将样本进

行分类：地理空间距离、当地每日累计确诊病例以

及主观心理距离。样本分类标准与研究 1 一致。各

组样本的组成比例情况见表 5。 

3.2  变量与测量 

研究的自变量与研究 1 相同, 因变量在研究 1

基础上增加了“估计武汉人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

数量”和“估计武汉人民所需医生的数量”。对于风

险认知和焦虑水平的测量, 考虑长时间处于疫情时

期的情况,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化。为了更

好地与前人从灾区居民为出发点视角的相关研究

(Li et al., 2009)进行比较, 研究 2 增加了以往研究

所采用的指标主要包括对武汉居民所需心理咨询

工作者和医生的人数评估。 

风险认知的测量从研究 1 的风险认知项目中选

取 4 个题目, 将主语改为“武汉居民”。包括 4 个维

度：(1)对武汉居民感染新冠肺炎可能的评价：“武

汉居民有极大可能被感染”; (2)疫情的严重程度：

“武汉居民觉得这次肺炎疫情的波及范围非常广”; 

(3)疫情的未知性：“武汉居民觉得这次的肺炎情况

比以往的肺炎更严重”; (4)以及肺炎的不可控性：

“武汉居民觉得这次肺炎的流行与传播是很难控制

的”。与研究 1 相同, 被试在 5 点 Likert 量表上回答

上述描述与他们当下感受的符合程度(1 = 完全不

符合, 2 = 不太符合, 3 = 基本符合, 4 = 比较符合, 

5 = 完全符合)。另外, 上述 4 个项目的总和作为风

险认知变量的分数, α = 0.79。 

焦虑的测量从研究 1 中挑选了 2 个项目, 将主

语改成“武汉居民”后在本问卷中使用：“武汉居民

是紧张的”, “武汉居民是害怕的”。另外, 为了直接

测量民众对武汉居民焦虑水平的评价, 添加了自编

项目“武汉居民是焦虑的”。与研究 1 相同, 被试在

4 点 Likert 量表上回答上述描述与他们当下感受的

符合程度(1 = 完全没有, 2 = 有些, 3 = 中等程度, 

4 = 非常明显), α = 0.88。被试在上述 3 个项目上的

得分的总和为最终在此变量上的得分。 

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的数量, 在 Li 等

人(2009)关于地震研究的项目中选取 2 个跟疫情相

关联的项目进行翻译并将事件名称由“地震”改为

“新冠肺炎”, 主语改为“武汉居民”。具体项目：“我

认为, 每 1000 名武汉居民需要心理咨询工作者的

人数是”, “我认为, 每 1000 名武汉居民需要医生的

人数是”。对于每个项目, 被试回答一个 0~100 之间

的数字。 

3.3  结果分析 

3.3.1  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对参与调查民众的风险认知、焦虑、所需

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等方面的评价数据进行描

述性统计, 结果见表 6。 

3.3.2  不同地理空间距离的民众对武汉居民心理

状态评价的分析结果 

使用 SPSS 22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

果如下： 

风险认知：首先对总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4.88, p < 0.002,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现, 武汉地区民众(M = 14.48, 

SD = 3.15)与湖北接壤省市(M = 14.30, SD = 3.03)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46, 且均显著大于湖北其

他地区(M = 13.58, SD = 3.12), p < 0.001, 和全国其

他省市(M = 14.07, SD = 3.08), p = 0.035; 湖北其他

地区显著低于全国其他省市, p = 0.014。 

然后对各个维度进行分析。(1)可能性：对 4 组

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11.50, p < 0.001, ηp
2 = 0.02。事后检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情的感染可能性的认知, 武 
 

表 5  2 月 21 日至 3 月 5 日采集样本基本情况(N = 2152) 

不同疫情程度划分 地区 数量 性别(男/女) 年龄(M ± SD, 岁) 

武汉地区 331 119/212 27.26 ± 11.49 

湖北其他地区 300 105/195 23.13 ± 9.00 

湖北接壤省市 305 118/187 29.46 ± 12.53 

不同风险程度地区 

(与重灾区地理空间距离) 

全国其他省市 1211 387/824 24.23 ± 8.67 

高风险地区 631 224/407 25.31 ± 10.59 

中高风险地区 683 262/421 27.91 ± 11.23 

中风险地区 529 149/380 23.71 ± 8.76 

不同风险程度地区 

(每日累计确诊病例) 

低风险地区 301 94/207 21.96 ±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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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民众对武汉居民疫情相关评价的描述性统计(M ± SD) 

地理空间距离 累计确诊病例 
变量 

武汉 湖北其他 湖北接壤 全国其他 高风险地区 中高风险区 中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

风险认知 14.48 ± 3.15 13.58 ± 3.12 14.30 ± 3.03 14.07 ± 3.08 14.05 ± 3.17 14.30 ± 3.05 14.22 ± 3.09 13.53 ± 3.00

可能性 3.19 ± 1.04 3.02 ± 0.96 3.40 ± 0.98 3.35 ± 0.95 3.11 ± 1.01 3.39 ± 0.97 3.40 ± 0.94 3.29 ± 0.98

严重性 4.05 ± 0.98 3.81 ± 0.97 3.88 ± 0.94 3.84 ± 0.92 3.93 ± 0.98 3.8 ± 0.93 3.89 ± 0.89 3.69 ± 0.95

未知性 4.18 ± 0.99 3.86 ± 1.04 4.08 ± 0.95 3.92 ± 0.98 4.03 ± 1.03 4.04 ± 0.97 3.95 ± 0.97 3.76 ± 0.98

不可控性 3.06 ± 1.07 2.89 ± 1.01 2.94 ± 1.10 2.96 ± 1.04 2.98 ± 1.05 2.99 ± 1.07 2.98 ± 1.06 2.86 ± 0.98

焦虑 8.53 ± 2.33 8.36 ± 2.27 9.17 ± 2.29 9.02 ± 2.18 8.45 ± 2.30 9.11 ± 2.29 9.08 ± 2.12 8.86 ± 2.15

心理咨询者 50.95 ± 29.76 52.88 ± 31.05 55.70 ± 30.49 60.37 ± 29.84 51.87 ± 30.37 56.77 ± 30.43 61.46 ± 30.38 62.23 ± 28.07

医生 61.28 ± 32.51 59.75 ± 32.50 64.67 ± 31.61 67.47 ± 29.81 60.55 ± 32.49 65.55 ± 30.86 67.80 ± 30.06 68.37 ± 28.70

 
汉地区民众(M = 3.19, SD = 1.04)显著大于湖北其

他地区(M = 3.02, SD = 0.96), p = 0.03, 并且显著低

于湖北接壤省市(M = 3.40, SD = 0.98), p = 0.008, 

和全国其他省市(M = 3.35, SD = 0.95), p = 0.01; 湖

北其他地区显著低于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国其他省

市, ps < 0.001; 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 p = 0.43。

(2)严重性：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存在显著差

异, F(3, 2148) = 4.71, p = 0.003, ηp
2 = 0.01。事后检

验发现 ,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情严重性的认知 , 

武汉地区民众(M = 4.05, SD = 0.98)显著大于湖北

其他地区(M = 3.81, SD = 0.97), p = 0.002, 湖北接

壤省市(M = 3.88, SD = 0.94), p = 0.023, 和全国其

他省市(M = 3.84, SD = 0.92), p < 0.001; 湖北其它

地区和湖北接壤省市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39, 湖北其他地区和全国其他省市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 p = 0.64, 湖北接壤省市和全国其他省市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54。(3)未知性：对 4 组数

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8.48, p < 0.001,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情的未知性的认知, 武汉地

区民众(M = 4.18, SD = 0.99)和湖北接壤省市(M = 

4.08, SD = 0.95)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21, 并且武

汉地区显著高于湖北其他地区(M = 3.86, SD = 1.04)

和全国其他省市(M = 3.92, SD = 0.98), ps < 0.001, 

湖北接壤省市显著高于湖北其他地区, p = 0.006, 

和全国其他省市, p = 0.012; 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

差异, p = 0.32。(4)不可控性：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25。 

焦虑：对身在不同地区的民众在焦虑相关项目

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 

F(3, 2148) = 11.42, p < 0.001, ηp
2 = 0.02。经过事后检

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的焦虑水平, 武汉地区民众

(M = 8.53, SD = 2.33)与湖北其他地区(M = 8.36, 

SD = 2.27)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34, 但是这两地

民众均显著小于湖北接壤省市(M = 9.17, SD = 2.29)

和全国其他省市(M = 9.02, SD = 2.18), ps < 0.001, 

后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 p = 0.29。 

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数量：对 4 组民众在相关

项目上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关于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的数量, 结果显示

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11.54, p < 0.001, ηp
2 = 

0.02。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武汉地区民众(M = 50.95, 

SD = 29.76)回答的数量与湖北其他地区(M = 52.88, 

SD = 31.05)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42, 但是显著小

于湖北接壤省市(M = 55.70, SD = 30.49), p = 0.047, 

和全国其他省市(M = 60.37, SD = 29.84), p < 0.001, 

湖北其他地区民众与湖北接壤省市不存在显著差

异, p = 0.25, 但显著小于全国其他省市, p < 0.001, 

湖北接壤省市民众显著小于全国其他省市民众 , 

p = 0.02。 

所需医生数量：关于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需

医生的数量, 结果显示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7.09, p < 0.001, ηp
2 = 0.01。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武汉

地区民众(M = 61.28, SD = 32.51)回答的数量与湖

北其他地区(M = 59.75, SD = 32.50)不存在显著差

异, p = 0.54, 并且和湖北接壤省市(M = 64.67, SD = 

31.61)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7, 但是显著小于

全国其他省市(M = 67.47, SD = 29.81), p = 0.001, 

湖北其他地区民众边缘显著小于湖北接壤省市 , 

p = 0.051, 显著小于全国其他省市, p < 0.001, 湖

北接壤省市民众与全国其他省市民众之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 p = 0.16。 

不同地理空间距离地区的民众在各个变量上

得分的标准值分布如图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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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在各变量上的标准分数的分布 
 

3.3.3  不同累计确诊病例地区民众对武汉居民心

理状态评价的分析结果 

使用 SPSS 22 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

果如下： 

风险认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认知

总分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4.68, p = 0.003, 

ηp
2 = 0.01。事后检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

情的风险认知, 低风险地区(M = 13.53, SD = 3.00)

显著低于高风险地区(M = 14.05, SD = 3.17), p = 

0.02, 中高风险地区(M = 14.30, SD = 3.05), p < 

0.001, 以及中风险地区(M = 14.22, SD = 3.09), p = 

0.002; 高风险地区与中高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 p = 0.14, 高风险地区与中风险地区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p = 0.35, 中高风险地区与中风险地

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64。 

关于风险认知的各个维度 , 分析结果如下。  

(1)可能性：对 4 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

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12.33, p < 0.001, ηp
2 = 

0.02。事后检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情的

感染可能性的认知, 中高风险地区民众(M = 3.39, 

SD = 0.97)与中风险地区(M = 3.40, SD = 0.94)之间

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89, 并且均显著高于高风险

地区(M = 3.11, SD = 1.01), p < 0.001, 和低风险地

区(M = 3.22, SD = 0.93), p = 0.01; 而后两者之间不

存在差异, p = 0.10。(2)严重性：单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表明, 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4.73, p = 0.003, 

ηp
2 = 0.007。事后检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

情严重性的认知, 低风险地区民众(M = 3.69, SD = 

0.95)显著低于高风险地区(M = 3.93, SD = 0.98), 

p < 0.001, 中高风险地区(M = 3.88, SD = 0.93), p = 

0.003, 和中风险地区(M = 3.89, SD = 0.89), p = 

0.003; 高风险地区和中高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

著差异, p = 0.32, 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之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 p = 0.46, 中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

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84。(3)未知性：对 4

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 

F(3, 2148) = 6.38, p < 0.001, ηp
2 = 0.009。事后检验发

现,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情的未知性的认知, 低

风险地区(M = 3.76, SD = 0.98)显著低于高风险地

区民众(M = 4.03, SD = 1.03), p < 0.001, 中高风险

地区(M = 4.04, SD = 0.97), p < 0.001, 和中风险地

区(M = 3.95, SD = 0.97), p = 0.008; 高风险地区和

中高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78, 高风

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 p = 

0.19, 中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 p = 0.11。(4)不可控性：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发现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29。 

焦虑：对身在不同地区的民众在焦虑相关项目

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发现存在显著差异 , 

F(3, 2148) = 11.47, p < 0.001, ηp
2 = 0.016。经过事后

检验发现, 关于武汉居民的焦虑水平, 高风险地区

民众(M = 8.45, SD = 2.30)显著小于中高风险地区

(M = 9.11, SD = 2.29), p < 0.001, 中风险地区(M = 

9.08, SD = 2.12), p < 0.001, 和低风险地区(M = 8.86, 

SD = 2.15), p = 0.008, 中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82, 中高风险地区和低

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2, 中风险地

区和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6。 

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数量：对 4 组民众在相关

项目上的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关于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的数量, 结果显示

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13.00, p < 0.001, ηp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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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 高风险地区民众(M = 

51.87, SD = 30.37)回答的数量显著小于中高风险地

区(M = 56.77, SD = 30.43), p = 0.003, 中风险地区

(M = 61.46, SD = 30.38)和低风险地区(M = 62.23, 

SD = 28.07), ps < 0.001; 中高风险地区显著小于中

风险地区, p = 0.007, 和低风险地区, p = 0.009; 而

后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异, p = 0.72。 

所需医生数量：关于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需

医生的数量, 结果显示存在显著差异, F(3, 2148) = 

7.09, p < 0.001, ηp
2 = 0.010。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高

风险地区民众(M = 60.55, SD = 32.49)显著小于中

高风险地区(M = 65.55, SD = 30.86), p = 0.003, 中

风险地区(M = 67.80, SD = 30.06)和低风险地区

(M = 68.37, SD = 28.70), ps < 0.001; 中高风险地区

和中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21, 中高

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p = 

0.19, 中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 p = 0.80。 

不同累计确诊病例地区的民众在各个变量上

得分的分布如图 3(2)所示。 

3.3.4  不同主观心理距离的民众对武汉居民心理

状态评价的分析结果 

采用民众的主观心理距离作为自变量, 以风险

认知总分、可能性、严重性、未知性、不可控性、

焦虑、“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需的心理咨询工作者

人数”、“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需的医生人数”为因

变量, 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 

结果表明, 当民众认为自己与武汉的主观心理

距离越近, 他们对武汉居民对疫情的严重性、未知

性的认知评价就越高, 而对每 1000 名武汉居民所

需的心理咨询工作者人数的预估则越少。 

3.4  讨论 

研究 2 基于旁观者视角, 探索了疫情期间各地

区民众对于疫情严重区域武汉居民一系列心理状 
 

态的评估。总体而言, 不同疫情地区民众对武汉居

民的焦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人员和医生人数的估

计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 如不同地理空间距离的

民众, 与武汉的距离越远认为武汉居民有较高水平

的焦虑, 需要更多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 不同

累计确诊病例地区的民众, 相对较低风险地区民众

对于武汉居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越

高; 主观心理距离上, 与武汉的主观心理距离越近

的民众对武汉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越

高。这种“心理台风眼效应”通过认知失调理论、简

单暴露效应、个体经验说和“涟漪效应”的社会放大

框架理论等均可以解释(李纾 等, 2009; 谢晓非 等, 

2005; 谢佳秋 等, 2011; 许明星 等, 2020)。但是, 

基于累计确诊人数来划分不同疫情严重程度时, 民

众的风险认知部分支持了“涟漪效应”, 具体表现为

关于武汉居民对此次疫情的风险认知, 低风险地区

显著低于高风险地区, 中高风险地区, 以及中风险

地区; 而后三者之间不存在差异。这可能与风险认

知与客观事件情境关联更紧密的性质有关。 

4  总讨论 

4.1  当事人视角表现出类似“涟漪效应”的趋势 

研究 1 基于当事人视角考察了自武汉“封城”后

一个月内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风险认知和焦虑

之间的差异及规律。分别采用 3 种不同的“距离”分

析后发现, 总体而言, 当事人视角时不同程度疫情

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表现出类似“涟漪效

应”的趋势。具体来看, 第一, 基于地理空间远近界

定 “距离”时, 发现武汉居民的风险认知和焦虑均

显著大于湖北其他地区、湖北接壤省市以及全国其

他省市; 第二, 基于累计确诊病例时, 高风险地区

民众的风险认知显著高于中和低风险地区, 中高风

险地区民众焦虑显著高于中和低风险地区; 第三, 

基于主观心理距离时, 发现民众与武汉的心理距离 

表 7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F df p R2 调整后 R2 β 

风险认知 2.64 1 0.104 0.001 0.001 0.035 

可能性 3.49 1 0.062 0.002 0.001 −0.04 

严重性 13.36 1 0.000 0.006 0.006 0.079** 

未知性 8.93 1 0.003 0.004 0.004 0.064** 

不可控性 0.19 1 0.660 0.000 0.000 0.009 

焦虑 1.69 1 0.193 0.001 0.000 −0.028 

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人数 4.46 1 0.035 0.002 0.002 −0.046* 

所需医生人数 3.85 1 0.05 0.002 0.001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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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近, 风险认知和焦虑越高。这种风险认知和焦虑

随着疫情严重程度下降的灾难心理现象, 与谢佳秋

等人(2011)对汶川地震中民众焦虑的研究结果类似, 

他们在焦虑情绪上也发现了与心理台风眼效应相

反的趋势。 

研究 1 基于当事人视角所发现的类似“涟漪效

应”的趋势与前人提出风险认知可能存在的当事人

与旁观者效应差异的假设(谢佳秋 等, 2011; 谢晓

非, 林靖, 2012; 许明星 等, 2020)相符合, 这次疫

情的性质特点与以往的“地震”、“SARS”和潜在风险

的“核电站”等不同, 此次新型肺炎疫情表现出明显

“人传人”和潜伏期长的特点, 具有更高未知性、不

可控性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性, 给人们的生存构成更

大的健康威胁; 同时, 此次疫情还未结束, 疫情期

间自我报告的风险认知和焦虑会与疫情程度直接

相关, 客观与主观距离疫情严重地区更近的民众具

有更高的卷入关心度, 这种高威胁卷入感会让民众

对疫情相关信息关注更多(Jones & Nisbett, 1972; 

谢佳秋 等, 2011), 因此, 会比其他远“距离”民众表

现出更高的风险认知和焦虑。 

4.2  旁观者视角的“心理台风眼效应”与“涟漪效

应”趋势 

与研究 1 的当事人“自身”视角不同, 研究 2 侧

重旁观者视角对“武汉居民”的评估, 探索了不同程

度疫情地区的民众对武汉居民心理状态的认知与

评价。同样采用 3 种不同的“距离”分析结果发现, 

总体而言, 旁观者视角感知不同疫情地区民众的焦

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等变量上, 表

现出明显的“心理台风眼效应”, 支持了前人的研究

(Guedeney & Mendel, 1973; Li et al., 2009, 2010; 

Maderthaner et al., 1978; Melber et al., 1977; 李纾 

等, 2009; 时勘 等, 2003; 谢晓非 等, 2005; 许明星 

等, 2020)。具体来看, 武汉和湖北地区民众的焦虑

和估计所需心理咨询师均显著低于湖北接壤和其

他省市, 所需医生数量, 武汉、湖北和湖北接壤低

于全国其他省市, 符合“心理台风眼效应”。采用累

计确诊病例界定严重程度时, 高风险地区的焦虑、

所需咨询师和医生数量估计均明显低于其他中高、

中和低风险地区; 采用主观心理距离时, 与武汉心

理距离越近, 认为所需心理咨询师的数量越少。 

基于旁观者视角对“武汉居民”评价出现的“心

理台风眼效应”仍然可以通过前人提到的认知失调

理论、简单暴露效应、个体知识经验说和涟漪效应

的社会放大框架理论来理解(李纾 等, 2009; 谢晓

非 等, 2005; 谢佳秋 等, 2011; 许明星 等, 2020)。

首先,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 居住在疫情最严重地区

的武汉居民体验到认知失调, 由于所居住地区疫情

最严重这一客观事实无法改变, 与焦虑情绪等感知

相冲突, 为了改变这种认知上的失调, 武汉居民会

改变他们的焦虑和对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及医生

数量的评估 , 因此 , 表现出明显的“心理台风眼效

应”; 其次, 根据简单暴露效应, 疫情严重地域居民

因长期刺激信息曝光而产生麻木、习惯化和免疫心

理; 最后, 根据个体知识经验说和涟漪效应的社会

放大框架理论, 也可能与不同卷入程度的体验−描

述有关, 即处于疫情严重地区的武汉居民更多根据

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来感知负性事件, 而疫情相

对轻度地区民众则主要通过各方媒体的报道, 因此, 

心理上会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当然, 解释“心理台

风眼效应”和“涟漪效应”的心理机制, 到底哪一种

理论解释最具有说服力, 或者有其他情绪应激的理

论来进行解释, 需要加入更多变量进行更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数据只是从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视角对这

两种效应进行检验。 

值得一提的是, 研究 2 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对

于“风险认知”这个变量不同疫情程度地区民众却

表现出不一致的结果。特别是采用累计确诊人数的

严重程度作为“距离”测量指标时, 关于武汉居民对

此次疫情的风险认知 , 低风险地区民众显著低于

高、中高及中风险地区, 而后三个地区的民众则不

存在明显差异, 此结果部分支持了“涟漪效应”。根

据“涟漪效应”, 人们的风险认知表现出从内向外的

梯度递减的趋势 (Slovic, 1987; 谢晓非 , 徐联仓 , 

1996), 本研究 2 中低风险民众的估计值明显小于

其他地区的结果部分支持了“涟漪效应”的假设。这

可能与“风险认知”这个指标的性质有关, 相比焦虑

等内省情绪和“所需心理咨询师和医生”的评估预

期这些更主观更加感性的心理评估指标而言, 对疫

情本身严重性等特征性质的“风险认知”相对更客

观 更 直 接 , 从 信 息 可 得 性 和 加 工 深 度 上 更 强 烈

(Jones & Nisbett, 1972; 谢佳秋 等, 2011; 于清源, 

谢晓非, 2006), 因此表现出了类似“涟漪效应”趋势

的结果。 

4.3  COVID-19 疫情的“边缘带效应” 

依 据 数 据 分 析 的 结 果 , 本 研 究 还 发 现 了

COVID-19 疫情时期民众风险认知的一致“边缘带

效应” (Marginal Zone Effect), 即中间地带或中等

风险地区的风险认知低于两端的现象(谢佳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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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具体来看, 研究 1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采取

累计确诊人数作为“距离”测量指标时, 风险认知和

4 个子维度在中等风险时得分最低, 特别是风险认

知的不可控性维度, 高风险地区显著高于中高和中

风险地区, 低风险地区也显著高于中高和中风险地

区; 同样, 焦虑上, 中风险地区显著低于中高风险

地区和低风险地区, 均表现出了“边缘带效应”。与

之类似, 研究 2 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采用地理空间

距离作为“距离”指标时, 武汉和湖北接壤省市的风

险认知明显高于湖北其他地区和全国其他省市, 湖

北其他地区显著低于全国其他省市, 可以看出, 湖

北其他地区民众具有最低风险认知; 且风险认知的

可能性和未知性维度也表现出类似的效应。本研究

也发现处于相对疫情中等风险严重程度地区和疫

情中间地带(湖北其他地区)民众也表现出低于两端

的趋势。这也可以通过禀赋和对比效应来理解, 禀

赋效应即事件本身对人们当前感受产生的直接影

响; 对比效应即先前事件的对比会对人们当前事件

感受产生间接影响(Tversky & Griffin, 1991; 谢佳

秋 等, 2011; 谢晓非, 林靖, 2012)。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 COVID-19 疫情的“边缘

带效应”在当事人和旁观者两种不同视角时所出现

的“距离”测量标准不同。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不同

疫情程度地区主要依据累计确诊人数作为“距离”

测量指标时出现了中等风险地区的风险认知和焦

虑明显低于两端的现象; 而基于旁观者视角, 则是

依据地理空间距离作为“距离”指标时, 出现了湖北

其他地区的风险认知低于武汉和湖北接壤地区的

现象。当采用当事人视角时, 民众均具有更高的自

我卷入。此时累计确诊人数作为最重要的疫情程度

依据, 高风险地区的大部分民众与疫情有直接接触, 

禀赋效应强烈, 因此有较高水平的风险认知和焦虑; 

对于低风险地区的民众来说, 在疫情初期应该是受

威胁程度非常低的, 但是随着确诊人数的增加受威

胁程度上升, 会受到对未来风险预期对比效应的影

响, 加上“涟漪效应”的放大框架影响即距离疫情严

重地区越远, 因主要通过媒介获得信息而会放大风

险(谢晓非, 林靖, 2012), 这种对未来风险担忧的对

比效应也会使得他们有较高水平的风险认知和焦

虑。而当采用旁观者视角时, 湖北其他地区民众可

能因为自己所在地区疫情情况得到大大缓解, 产生

对比效应, 认为与自己毗邻的武汉居民也不会存在

过高的风险认知, 进而在数据上表现出湖北其他地

区民众对武汉居民的风险认知评价远低于武汉民

众的趋势。 

4.4  风险认知的“心理可控阈限” 

进一步对风险认知的 4 个维度进行了精细化分

析, 结果发现, 研究 1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除累计

确诊病例指标外, 在客观地理空间距离和主观心理

距离作为“距离”指标时, 均发现风险认知的不可控

性维度并不存在不同程度疫情地区的涟漪效应; 同

样, 研究 2 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当采用 3 种不同的

“距离”测量指标, 也均发现风险认知的不可控性维

度上并不存在不同程度疫情地区的心理台风眼效

应。这些结果表明, 风险认知的“不可控性”并不受

到不同程度疫情的影响, 即存在风险认知的“心理

可控阈限”。以往研究表明, 相比风险认知的疫情感

染“可能性”、“严重性”和“未知性”, “不可控性”是个

体更“主动作用”的维度, 侧重个体对自身控制客观

环境中风险状态的主观性体验 (于清源 , 谢晓非 , 

2006)。这种风险认知的“不可控性”不受疫情严重程

度的影响结果可以通过事故−信号理论来理解, 即

事件本身作为一种信号, 而信号值反映了个体对事

件的认知(Kasperson et al., 1978; 谢晓非, 徐联仓, 

1996)。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本身的高传染性、

影响范围极广等严重程度和性质的信号值, 超过了

人们主动作用的心理承受阈限, 因此, 对于处于不

同程度疫情地区的民众而言均具有较低的“可控

性”, 不存在远近“距离”差异。也表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引发的风险认知的“涟漪效应”和“心理台风眼

效应”均存在“心理可控阈限”, 这个阈限会受到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可控性的影响。 

4.5  研究创新与意义 

本研究分别基于当事人视角和旁观者视角调

查了不同疫情严重程度地区民众的心理状况感知

差异, 并采用三种不同的“距离”测量方式进行了系

统精细化分析, 结果发现疫情期间不同视角的“涟

漪效应”和“心理台风眼效应”共存的现象(图 4)。 

具体而言,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不同程度疫情

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均存在“涟漪效应”; 基

于旁观者视角时, 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对“武汉

居民”在焦虑、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的评估

均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 而在对“武汉居民”的风

险认知上却部分支持“涟漪效应”。与归因领域经典

的“当事人旁观者偏差”部分类似, 旁观者视角观察

他人行为时, 人们更多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其内在

特质, 而当事人视角, 人们对自己行为则倾向于情

境因素的解释(佐斌, 2009)。本研究结果也呈现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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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当事人−旁观者视角下不同程度疫情地区民众的“涟漪效应”与“心理台风眼效应” 

 
似的心理规律, 当旁观者视角时, 远离疫情中心或

者处于低风险地区的民众通过媒体所接收到的信

息往往强调了武汉的防疫力度之大、居民生活在多

方面受到影响等, 人们可能更多地将以上现象归因

为武汉居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不良心理状态, 因此

侧重个人倾向的心理变量(如焦虑、所需心理咨询

工作者和医生)会表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 而关

于侧重情境事件本身的变量(如风险认知), 靠近疫

情中心或处于高风险地区的民众对疫情有切身的

直接体验, 则表现出“涟漪效应”; 同样, 在高卷入

的当事人视角下, 无论个人倾向还是情境倾向的变

量均会表现出类似“涟漪效应”的趋势。 

本次疫情从武汉开始暴发, 并迅速在全国范围

内扩散, 由于正值春节, 巨大的人口流动数量使得

疫情严重程度并不仅仅随着地理空间距离的变化

而变化, 且疫情形势变化十分频繁和迅速。基于此, 

本研究共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定义疫情严重程度：地

理空间距离、当日累计确诊病例以及民众的主观心

理距离, 是客观与主观、静态与动态并存, 相对全

面且科学的定义方式。数据分析结果也表明, 当以

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某个地区的疫情严重程度时, 得

到的规律存在一定差异。例如, 基于当事人视角时, 

以当日累计确诊病例来定义时, 民众的风险认知焦

虑表现出了“边缘带效应”; 而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 

则是以地理空间距离作为划分标准时, 民众对于武

汉居民的风险认知评估表现出了“边缘带效应”。这

说明, 在疫情期间如何来定义疫情的严重程度将会

对民众心理状态所呈现出的规律产生影响。本研究

为多种方法定义疫情严重程度所带来的不同结果

提供了直接证据, 同时也可以作为应急事件中公共

心理卫生防护措施制定的依据。 

本研究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心理台风眼效应”

提供了“当事人−旁观者视角”及差异的直接证据 , 

丰富了对“心理台风眼效应”实质的认识。同时, 本

研究也为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应急管理提供

了有针对性的相关心理依据, 对于客观了解与评价

疫情状况有启发。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相比处于疫

情中心区的民众, 低风险地区民众对于武汉居民的

焦虑和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数量的评估更

高, 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因此, 在应急管理和

心理援助工作需要评估与传播有关疫情的真实状

况和对民众影响程度的时候, 工作人员应当对重灾

区的幸存者等民众的相对低焦虑和风险评估等数

据保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 因为灾民所提供的信息

可能会受到“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影响。同样, “涟漪

效应”和“边缘带效应”也提醒公共应急管理和灾难

心理援助需要综合当事人和旁观者的评价情况特

别是灾难事件的客观行为后果作为依据。 

4.6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COVID-19 疫情还没有结束, 未来研究可以关

注以下方向：首先, 进一步分别基于当事人民众“自

身”和旁观者对“武汉居民”评价两种不同视角, 对

疫情期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虑情绪进行动态追踪, 

特别是疫情结束后, 不同疫情地区民众的感知变化

来进一步检验“心理台风眼效应”和“涟漪效应”效应

存在的情境条件和原因; 其次, 进一步揭示本研究

所发现的“边缘带效应”的心理机制, 特别是不同地

区在疫情结束前后的心理变化机制; 最后, 针对不

同程度疫情地区特别是武汉民众的风险认知和焦

虑情绪等进行心理疏导和干预也是当前应急管理

的当务之急和心理学的现实课题。 

5  结论 

(1)基于当事人视角 , 距离重灾区空间越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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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越严重地区民众对疫情信息的风险认知和焦

虑情绪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表现出“涟漪效应”的

趋势。 

(2)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 距离灾区越近或疫情

越严重地区民众对处于重灾区武汉人的焦虑评估

和预期武汉所需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生的数量明

显低于其他地区, 存在“心理台风眼效应”。 

(3)基于旁观者视角时 , 位于低风险地区民众

对处于疫情重灾区武汉人的风险认知评估显著低

于高、中高及中风险地区的评估, 部分符合“涟漪

效应”。 

(4)新冠肺炎疫情时期 , 处于中间地带或中等

风险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低于重灾区和低风险地

区, 存在一定的“边缘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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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and “Ripple Effect”: Double perspective test of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 in different COVID-19severity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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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VID-19 has greatly affect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hinese people. This study carried out a dynamic 

follow-up survey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Chinese people and their evaluation of Wuhan resident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since the day of Wuhan’s citywide lockdown. The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to explore 

differences in degree of concern,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response among regions affected by COVID-19 to 

different degrees. Our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for future crisis emergency management. 

This work included a large-scale survey covering 4833 Chinese residents, and it was conducted after Wuhan 

was closed. Its purpose was to assess whether COVID-19 invoked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of a 

disaster event. The survey involved two angles, the “actor” angle, in which participants evaluated their own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the “bystander” angle, in which participants evaluated other Wuhan citizens’ 

psychological states. We called these Study 1 and Study 2. Study1 explore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residents 

themselves and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ripple effect to some extent within the epidemic period, 

which is the opposite pattern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The residents who lived near the hardest-hit 

area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Study 2 explored how people from different areas 

evaluated Wuhan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The results of Study 2 did show a replicated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in terms of anxiety, and number of psychological workers and doctors residents needed. 

However, when it came to risk cognition, residents in low-risk areas rated Wuhan citizens’ risk cognition 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people in high-risk areas did, which generally manifested as a ripple effect. 

This study also showed a marginal zone effect and a psychological controllable threshold. The concave 

effect means there was a phenomenon in which risk perception was lower in the middle zone or middle-risk area 

than at either e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ollable threshold is one of the sub-scales of risk cognition. That is, 

uncontrollability did not show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in the bystander portion of our study. 

This paper further expands and enriches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of 

public risk events, provides more abundant and direct research evidence for the perception difference between 

actor and bystander angle in th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and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Key words  COVID-19;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Ripple Effect; risk perception; anxiety; marginal zon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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